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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计算流体力学（CFD）方法,  采用 Euler-Euler双流体模型,  对于在平板底部喷气形成的薄气层,  进

行减阻数值模拟研究,  探讨不同空气流量和均匀来流速度下气液两相流的气层形态。结果表明：Euler-

Euler双流体模型能准确捕捉气液界面流动态演化的过程和清晰展示气层形态。气层随均匀流向后方延伸, 宽

度逐渐增加,  存在一个横向扩散角。喷气流量和均匀流速度的协同作用显著影响气层形状和它的覆盖范围。

随着喷气速度的增加,  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气层横向扩散角增大,  气层宽度和含气率也随之增大;  与之相反,

 气层扩散角、气层宽度和含气率随着均匀流速度的增加而减小。总结了喷气速度和均匀流速度对气层宏观

形态的影响规律,  为气层减阻技术应用于实船提供了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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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气层减阻（air layer drag reduction, ALDR）是一种减小船舶摩擦阻力的技术，通过在船底形成一

定厚度的连续气层减小湿表面积[1-2]。这项技术已取得初步工程化应用，但远未达到成熟[3]，水和气泡

混合物的流动机理和数值模拟方法尚需完善[4]。

为了减小计算量，许多研究将船底曲面简化为平板。Sanders等[5] 在高雷诺数平板气泡减阻试验

中首次提出气层减阻的概念，在气层状态下平板底部形成连续的气膜，持续到板的末端，减阻效果接

近 90%。Elbing等[6] 对维持大型平板气层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试验研究，认为 ALDR的形成主要与

气泡浮力和湍流剪切力的比值有关。Wang等 [7] 采用 URANS（unsteady Reynolds-averaged Navier-
Stokes）模型对 Elbing等 [6] 的试验进行数值模拟验证，气液界面用 CLSVOF（coupled level-set and
volume of fluid）方法跟踪，观察到了从气泡减阻过渡到气层减阻的区域，然而数值模拟形成 ALDR
的临界喷气量低于试验值。Kim等[8] 通过直接数值模拟（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DNS）研究不同

喷气量下 ALDR的流场，分析了雷诺数、边界层厚度和喷气量等对气液界面稳定性的影响，发现在较

低的空气流量下气层的稳定性降低，而气层破裂将导致摩擦阻力增加。董文才等[9] 在拖曳水池中开展

了平板模型 ALDR的试验研究，采用 LDV（laser Doppler velocity）技术测量流场速度和气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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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得到气层厚度随来流速度的增大而减小，并随气流量的增大而增大的结论，认为湍流效应被气层

抑制是减阻的成因。吴浩等[10-11] 通过试验研究了平板 ALDR模式下气层的宏观形态，发现气流量和来

流速度的影响较大。将 RANS（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方程和 VOF（volume of fluid）两相

流模型[12] 相结合的数值计算发现，稳定气层形成后的水气界面呈现波形，且波长随流速的增加而增大。

ALDR数值模拟主要采用 VOF数值方法，但是该方法模拟气层流动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捕捉

下游气层的精度[13]。本文基于 Euler-Euler双流体模型，结合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方

法研究平板气层减阻，并与模型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和验证[11,14]，对比设计工况下气层扩散角、气层宽

度的结果，验证数值方法的可靠性。探讨不同空气流量和均匀来流速度下气液两相流的气层形态，并

从气层扩散角、气层宽度和含气率 3个方面进行总结。 

1    数值方法
 

1.1    Euler-Euler双流体模型

对于 Euler-Euler双流体模型，采用的控制方程为[15]

连续性方程：

∂(αϕρϕ)
∂t

+∇ · (αϕρϕUϕ) = 0 （1）

动量守恒方程：

∂(αϕρϕUϕ)
∂t

+∇ · (αϕρϕUϕUϕ)+∇ · (αϕτϕ)+∇ · (αϕρϕRϕ) = −αϕ∇p+αϕρϕg+Fϕ （2）

α U ρ p g τ

R F ϕ = a,b

式中， 、 和 分别为每个相的体积分数、速度和密度；t为时间； 为压力； 为重力加速度；  为

黏性应力， 为雷诺应力， 为相间作用力；下标 分别表示分散相和连续相。

Fϕ Fϕ

Fϕ

表示所有相间作用力的总和，参考Marschall等[16] 的研究，在两相流框架下， 可分为拖曳力

和非拖曳力两类。在本文考虑的气液两相流中非拖曳力主要包括升力、虚拟质量力和湍流分散力，

表示为

Fϕ = FD+FL+FVM+FTD （3）

FD FL FVM FTD式中， 为拖曳力， 为升力， 为虚拟质量力， 为湍流分散力。

FD在双流体模型中，拖曳力 的表达式为[16]

FD =
3
4
αaCD

ρb

da

|||Ub−Ua

||| (Ub−Ua

)
（4）

αa CD ρb da Ua Ub式中， 为气相的体积分数， 为阻力系数， 为液相密度， 为气泡直径， 和 分别为气相和

液相的速度。

参照 Drew等[17] 的研究，将升力表示为

FL = αaρbCL ·
(
Ub−Ua

)
×ωb （5）

CL ωb = ∇×Ub式中， 为升力系数， 。

FVM虚拟质量力 主要源自气相的相对加速度产生的额外惯性力，表示为[18]

FVM =CVMαaρb ·
■||||■DaUa

Dt
− DbUb

Dt

■||||■ （6）

Di

Dt
=
∂

∂t
+Ui∇ CVM式中， ， 为虚拟质量力系数。

FTD湍流分散力 用于描述分散相与湍流涡团相互作用而引起的相间动量传递，以下的模型被广泛

采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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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D =CTDρbk∇αa （7）

k CTD式中， 为连续相湍动能， 为色散系数。 

1.2    大涡模拟（LES）方法

本文主要针对平板气层减阻工况下的气层形态进行分析，相比于 DNS方法和 RANS方法，湍流

模型采用 LES方法既可降低计算成本，又能展现每个时间步流场的细节。

在 LES方法中，通过滤波将涡流分为大涡流和小涡流两类。其中，大涡流被直接解析，而小涡流

则需建模。滤波过程如下[20]：

ϕ (x, t) =
∫

G (r, x)ϕ (x− r, t)dr （8）

ϕ (x− r, t) G (r, x)式中， 为滤波变量， 为滤波函数。由此可得到适用于 LES的 N-S方程[20]：

∂vi

∂t
+

∂

∂x j
(viv j) = −

1
ρ

∂p
∂xi
+ ν∇2vi−

∂τS
i j

∂x j
（9）

ν vi v j p τS
i j式中， 为运动黏度系数， 和 为经过空间滤波后的速度， 为经过空间滤波后的压力， 为由于对

流项的非线性而出现的亚格子应力（SGS）张量。

τS
i j式（9）描述了大尺度能量输运的时空演化过程， 描述了尚未解决的小尺度的影响。为了使方

程闭合，要对 SGS张量建模。本文采用 Smagorinsky SGS模型[21]，该模型基于平衡假设，意味着小尺

度涡会立即耗散从大尺度涡接收到的所有能量，代数模型的形式为

τS
i j ≡ −2(CS∆)2

||||S||||S i j+
2
3

krδi j （10）

CS CS

S i j

||||S|||| ∆ kr δi j

S i j

||||S||||
式中， 为 Smagorinsky常数，该常数取决于流动类型。例如，在剪切流中， 需要减小到 0.1左

右。 为滤波后的应变率张量， 为应变率张量的大小。 为滤波宽度， 为湍动能， 为克罗内克

函数。 和 可通过下式计算：

S i j =
1
2

(
∂vi

∂x j
+
∂v j

∂xi

)
（11）

|S| = (2S i jS i j)
1/2

（12） 

2    计算模型
 

2.1    物理模型

参考吴浩等[11] 关于平板 ALDR的气层形态研究，设置的平板模型装置如图 1和图 2所示。模型

为矩形平板，总长 L = 1 200 mm，宽为 B = 380 mm，半高为 d = 5 mm，头部加工成椭圆形，尾部削

尖；喷气口位于平板中纵剖线上，距离平板导缘 410 mm，尺寸为 120 mm × 70 mm（长 × 宽），喷气

孔直径为 0.1 mm，呈阵列形式布置，每排喷孔的横向宽度为 120 mm，本文将喷气口简化为一个整

体，大小为 120 mm × 70 mm。
 

d=5 mm

L=1 200 mm

图 1    喷气平板侧视图
 

L2 = 70 mm

L3 = 410 mm
B2 = 120 mm

B1 = 380 mm

喷气口

图 2    平板及喷气口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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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所示为计算域及边界条件设置。计算域为箱型区域，尺寸为 4L × 2L × 2L，以保证流速和压

力均充分发展；最左侧为均匀来流入口，在图中以蓝色标出，距离平板头部 1倍板长；出口距离平板

尾部 2倍板长。平板喷气口在图中以红色标出，沿 z轴负方向喷气。平板表面均设置为无滑移壁面，

左侧设置均匀流入口，速度为 V，在喷气口以速度 v喷出空气，计算域除均匀流入口和计算域出口外

的其他边界都设置为对称边界。
  

2L

2L

4L

v

V

无滑移壁面
（平板）

均匀来流入口

对称边界

图 3   计算域设置
  

2.2    网格划分与工况设置

√
2

αa

对网格划分进行收敛性分析。当相邻网格数的计算结果差异小于 5.0%时认为已收敛。选择的工况

为均匀流速度 V = 1.287 m/s，喷气速度 v = 0.035 m/s，即气流量 Q = 1.08 m3/h。中网格数为 1 398 320，
另外以 为比例系数得到粗、细两种网格。由模型试验结果[11] 可知，在该工况下喷气口气层扩散角 θ

正切的统计值 tanθ = 0.195。取气相分数  = 0.5作为气液界面[22]，分析 3种网格下喷气口处气层的扩

散角，如表 1所示。
 
 

表 1    网格收敛性分析
 

网格类型 网格数/ 106 第一层网格高度/ mm 气层扩散角（正切）tanθ 相对误差/ %

粗网格 1.07 1.304 0.211 8.205

中网格 1.40 1.174 0.203 4.103

细网格 1.89 1.021 0.201 3.077
 

根据表 1所示的数据，认为中网格是可行的，因此后续采用该网格数进行计算。网格划分如图 4
所示。
 
 

（a）整体网格分布 （b）局部网格分布

图 4   网格分布
 

参考吴浩等[11] 对平板气层减阻的试验，改变均匀来流速度 V 以及喷气流量 Q，分析它们对气层

形态、扩散角、宽度和含气率的影响，并与模型试验结果对比。设置的工况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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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气层形态

将工况 1～工况 4设置下计算得到的平板底部气层形态，与吴浩等[11] 模型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如

图 5所示。可以看出，根据本文的 Euler-Euler双流体模型数值模拟得到的结果与试验结果比较一致，

气层自喷气入口向后方延伸，气层形态得到清晰展示，气体浓度沿流动方向呈降低趋势，在一定范围

内气层随均匀流向后方延伸，宽度逐渐增加，存在横向扩散角。但是数值模拟不能清晰展示气层边

界，后续将选择合适的气相分数，对气−液边界进行模拟和分析。 

 

表 2    工况设置
 

工况编号 均匀来流速度V / (m/s) 喷气速度v / (m/s) 喷气流量Q / (m3/h)

1 1.287 0.012 0.360

2 1.287 0.032 0.980

3 1.287 0.033 1.000

4 1.287 0.035 1.080

5 1.241 0.018 0.550

6 1.000 0.018 0.500

7 1.287 0.016 0.500

8 1.500 0.016 0.500

9 2.000 0.016 0.500

 

（a）工况1: V = 1.287 m/s，Q = 0.360 m3/h
（a1）数值模拟 （a2）试验观测

（b）工况2: V = 1.287 m/s，Q = 0.980 m3/h
（b1）数值模拟 （b2）试验观测

αa

0.50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0.85 0.90 0.95 1.00

图 5    工况 1～工况 4下气层宏观形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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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气层扩散角与气层宽度 

3.2.1    气层分布仿真与试验的对比验证

αa选择合适的气相分数模拟气−液界面，取  = 0.5作为气层边界处的气相分数，并仿照模型试验中

气层扩散角的提取方法。图 6为气层扩散角示意，在气相分数为 0.5的边界上选取稳定段，即可得到

气层扩散角。
 
 

Vy

Vx

V

αa
0.5 1.0

θ

喷气口来流

图 6   气层扩散角示意
 

将工况 4和工况 5的气层扩散角与模型试验的结果[2,11] 对比，如表 3所示，相对误差均在 5%范

围内。考虑到数值模拟存在的误差以及试验数据的误差，这是可以接受的。类似地对气层宽度进行分

析，针对工况 2、工况 4和工况 5，提取喷气口下游 0.7 m处的气层宽度，并与模型试验结果对比，如

表 4所示，相对误差均在 10%以内。 

 

（c）工况3: V = 1.287 m/s，Q = 1.000 m3/h
（c1）数值模拟 （c2）试验观测

（d）工况4: V = 1.287 m/s，Q = 1.080 m3/h
（d1）数值模拟 （d2）试验观测

图 5（续）    工况 1～工况 4下气层宏观形态对比

 

表 3    气层扩散角对比
 

工况编号 来流速度V / (m/s) 喷气流量Q / (m3/h)
tanθ

数值模拟 试验 相对误差 / %

4 1.287 1.080 0.203 0.195 4.103

5 1.241 0.550 0.174 0.167 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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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喷气流量的影响

w αl αl

基于工况 1～工况 4和工况 7的计算结果，图 7中给出了均匀来流速度 V = 1.287 m/s时不同喷气

流量下气层的扩散角、宽度和含气率的变化，图中的横轴 X为到喷气口的距离，纵轴 tanθ为气层扩

散角的正切， 为气层宽度， 为含气率。参考模型试验，计算局部含气率  [11]：

αl =
Q

Vwδ
（13）

δ式中， 为气层厚度。
 
 

（a）气层扩散角与喷气流量的关系 （b）气层宽度与喷气流量的关系

0.22

0.20

0.18

0.16ta
nθ

0.14

0.12
0.2 0.4 0.6

Q / (m3/h)
0.8 1.0 1.2

160

150

140

130w
 / 

m
m

120

110
10 20 40

X / mm
30

Q=0.500 m3/h
Q=0.980 m3/h
Q=1.000 m3/h
Q=1.080 m3/h

50 60 70 80

（c）含气率与喷气流量的关系

1.0

0.8

0.6

0.4

α l

0.2
20 30 40

X / mm
50 60 70 80

Q=0.500 m3/h
Q=0.980 m3/h
Q=1.000 m3/h
Q=1.080 m3/h

图 7   喷气流量对气层扩散角、气层宽度及含气率的影响
 

可以看出，随着喷气流量的增加，气层扩散角增大，气层覆盖面积增大，沿来流方向一定范围内

气层宽度逐渐增大，含气率逐渐降低。相同位置气层宽度和含气率均与喷气流量呈正相关。这些与模

型试验得到的结果类似[2]。 

3.2.3    均匀来流速度的影响

基于工况 6～工况 9的计算结果，图 8中给出了喷气流量 Q = 0.5 m3/h时不同均匀来流速度下气

层扩散角、气层宽度和含气率的变化。随着来流速度的增加，气层扩散角减小，气层覆盖面积减小，

沿来流方向一定范围内气层宽度逐渐增大，含气率逐渐降低，相同位置气层宽度和含气率均与来流速

度呈负相关。这些也与模型试验得到的结果类似[2]。 

 

表 4    气层宽度对比
 

工况编号 来流速度V / (m/s) 喷气流量Q / (m3/h)
气层宽度

数值模拟 / mm 试验 / mm 相对误差 / %

2 1.287 0.980 252.84 233.71 8.185

4 1.287 1.080 262.33 268.74 2.385

5 1.241 0.550 238.67 223.80 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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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以平板气层减阻模型为研究对象，采用 Euler-Euler双流体模型并结合 LES大涡模拟方法进

行数值模拟分析。对于设置的工况，将计算结果与模型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验证了数值模拟方

法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喷气流量和均匀来流速度下气液两相流的气层形态，得到的结

论如下：

（1）Euler-Euler双流体模型能准确捕捉气液界面演化过程，清晰展示气层形态，气层随均匀流

向后延伸，宽度逐渐增加，存在横向扩散角。

（2）喷气流量和均匀流速度的协同作用显著影响气层形状及其覆盖区域，在一定范围内，随着

喷气流量的增加，气层横向扩散角增大，气层宽度和含气率增大；随着均匀流速度的增加，气层扩散

角、气层宽度和含气率减小。

本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不足：在均匀来流速度较低的工况下数值模拟结果不理想，

气层扩散角与气层宽度明显偏大；数值模拟中没有考虑气泡破碎与聚并，还不能模拟气泡/气层混合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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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Air Layer Drag Reduction of Flat Plate Based
on Euler-Euler Two-Flu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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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numerically investigates air layer drag reduction on a flat plate model using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method with the Euler-Euler two-fluid model. The morphology of the air layer in the
air-liquid two-phase flow under different airflow rates and incoming flow velocities is examin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uler-Euler  two-fluid  model  accurately  captur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air-liquid
interface,  clearly  revealing  the  air  layer  morphology.  The  air  layer  width  gradually  increases  along  the
streamwise direction, exhibiting a lateral diffusion angl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air jet velocity and the
free-stream  velocity  wi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shape  and  coverage  of  the  air  layer.  Within  a  certain
range, as the air jet velocity increases, the lateral diffusion angle, width, and air holdup of the air layer also
increase. Conversely, increases in the free-stream velocity reduce the diffusion angle, width, and air holdup.
This study provides a feasibility analy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ir layer drag reduction technology to actual
ships.

Key  words:  air  layer  drag  reduc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Euler-Euler  two-fluid  model;  air  layer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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